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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劳动者立场的企业效率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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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西方主流经济学通常采用利润率与全要素生产率(TFP)等指标评价

企业效率,并普遍据此得出“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的结论。然而,这些指标是基

于资本立场效率观的产物,本质上衡量的是资本攫取剩余价值的能力,而非企

业创造价值的能力。本文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出发,构建了基于劳动

者立场的企业综合效率测算指标,并利用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

据,对不同所有制企业的效率展开实证测算与比较。研究发现:(1)尽管国有企

业的利润率低于非国有企业,但其综合效率显著更高,原因在于国有企业将更

大比例的营业收入用于职工薪酬福利与政府税费,体现出其在保障劳动者权益

和履行社会责任方面的积极作用;(2)样本期内各类工业企业利润率均呈上升

趋势,但驱动机制存在本质差异:国有企业的利润率提升主要源于价值创造能

力的实质性改善,而民营企业的利润增长则更多依赖于对劳动者所得的挤压,
以及税收优惠政策带来的红利。本文不仅为企业效率评价提供了基于劳动者

立场的理论框架与微观证据,也为深化国企改革、构建中国特色现代企业评价

体系以及落实“投资于人”战略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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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重要支柱,进一步做强做优做大

国有企业是实现下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保障。据统计,截至2024年末,全
国非金融类国有企业资产总额达到401.7万亿元,约为当年GDP的三倍①

 

。如

何持续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使其更好地服务于社会经济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

平,成为当前理论界和实务界的重大关切。然而,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中,国
有企业往往与低效率、要素错配等特征挂钩,被赋予了僵化的负面形象,私有化

也成为西方学者提供给发展中国家政府的国企改革主流方案。值得注意的是,
近年来主要发达国家的国企私有化进程已停滞,2008年金融危机后,部分西方

国家的政党甚至开始呼吁重建国有企业;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一些曾进

行私有化改革的经济体未能实现预期的经济效率提升和长期稳定增长,反而面

临收入差距扩大、基础设施不足等问题(郎昆和冯俊新,
 

2021)。
 

党的二十届三

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

定》(以下简称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建立国有企业履行战略

使命评价制度,完善国有企业分类考核评价体系”②
 

。如何科学评估国有企业的

效率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课题,也是一个重要的实践课题。
目前,企业效率评估主要依赖于净利润率和全要素生产率(TFP)等指标。

然而,这些指标在计算企业效率时,将职工薪酬和税金作为成本项而非收益项,
实际上体现的是基于资本立场的效率观。这种评价方法忽视了国有企业在保

障劳动者利益和履行社会责任方面的作用,导致对国有企业实际效率的误判和

对企业改革方向的误导,本质上是“三位一体公式”的当代表现。中国作为社会

主义国家,国有企业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应倡导基于劳动者立场的效

率观,而非基于资本立场的效率观(王峰明,
 

2007)。
有鉴于此,本文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出发,构建了基于劳动者立

场的企业综合效率测算指标。该指标综合考量了企业利润、职工薪酬福利和政

府税费,旨在更全面地反映企业的实际生产效率及对社会的贡献。进一步,本
文利用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的微观数据,对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的效

率进行了实证测算与对比分析。本研究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国有企业考

核评价体系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策启示。

①

②

中国人大网:《国务院关于2024年度企业国有资产(不含金融企业)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2025
年10月27日,http://www.npc.gov.cn/npc/c2/c30834/202510/t20251027_448983.html。

中国政府网:《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2024年7月21
日,https://www.gov.cn/zhengce/202407/content_696377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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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文献综述

(一)
 

企业效率的测算方法

  当前学界对企业效率的测算方法主要有两种:

第一种是利润率及相关指标。企业利润率常被用作衡量企业效率和市场

竞争力的重要指标。现有文献通常采用总资产回报率(ROA)、净资产收益率

(ROE)、成本费用利润率(ROC)、每股净利润(EPS)等指标来评价企业财务绩

效(柏 培 文 和 罗 永 春,2022)。
 

根 据 国 际 会 计 准 则(IAS)和 公 认 会 计 原 则

(GAAP)(格鲁宁和科恩,2001,p.15;贾纳金,
 

2008,p.43),企业净利润率的计

算公式为

r=
R-COGS-K -I-T

R
(1)

其中,R 为营业收入,COGS为商品成本,K 为包含人工成本的营业开支,I 为

利息支出,T 为税金。该指标用净利润占营业收入的比重来衡量企业效率,而
职工薪酬和政府税费则被视为企业的经营成本,成为计算净利润时的扣除项。

已有学者从不同角度指出,利润率指标无法全面反映企业的效率。张晨

(2014)指出,利润率受市场状况、阶级关系及技术水平等多种因素影响,不能简

单等同于企业技术效率,因此不应将利润率作为评价国有企业效率的“充分信

息指标”。卢俊和彭雪(2015)认为,仅使用利润率作为效率评价指标不够科学,

主张通过增加值指标进行补充评价,增加值包含了企业利润、职工薪酬及福利、

增值税及营业税等内容。周华(2022)则系统梳理了会计准则的历史变迁,指出

现行的会计理论和规则受到新自由主义影响,许多会计指标本质上反映了金融

资产阶级的利益。

第二种方法是全要素生产率(TFP)。全要素生产率是衡量企业或经济体

单位要素投入带来的产出水平的指标。其基本原理是通过多元回归分析,将劳

动、资本等要素投入作为自变量,将经济总产出作为因变量,拟合出全要素生产

率的估计值。这一指标能够反映除要素投入外的其他因素(如技术进步、组织

管理、资源配置效率等)对产出增长的贡献。计算公式如下

Y=ALαKβ (2)

其中,Y 为经济产出,L 和K 分别为劳动和资本的投入,α和β分别为劳动产出

弹性和资本产出弹性,A 为全要素生产率,反映了将各种要素投入转化为经济

产出的能力。在实证研究中,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方法包括索洛残差法、数据

包络法(DEA)、指数法、传统参数法和结构估计法等(Olley
 

and
 

Pakes,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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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insohn
 

and
 

Petrin,
 

2003;Ackerberg
 

et
 

al.,
 

2015)。

全要素生产率尽管常被视为衡量企业技术进步或效率改进的指标,但也面

临不少质疑。Felipe
 

and
 

McCombie(2003)发现,索洛残差法测算的全要素生产

率增长率,本质上是利润率增长率和工资率增长率的加权平均值,无法反映实

际生产过程中的技术或效率改进。
 

魏旭和高冠中(2017)认为,全要素生产率分

析建立在“斯密教条”和庸俗经济学“三位一体公式”的基础上,掩盖了社会生产

的真正价值源泉和分配关系,因此面临诸多局限性。
 

谢富胜等(2019)指出,常用

方法测算的全要素生产率,实际上是基于收入恒等式的特定收入分配关系,不
能真实反映技术进步或效率改进。范欣和刘伟(2023)认为,全要素生产率理论

根植于西方经济学的要素价值论,应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角度进行审视和

改造。
 

张衔等(2025)的研究表明,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主流测算结果是一个包含

了各种影响经济增长未知因素的统计误差,不是对生产率的度量。

综上所述,无论是利润率还是全要素生产率,作为企业效率的测量方法都

存在一定局限性,这两种方法本质上都基于资本立场的效率观。国有企业作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重要支柱,在评估其经营绩效时必须秉持基于劳

动者立场的效率观。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建立国有企业履

行战略使命评价制度,完善国有企业分类考核评价体系”。因此,亟待构建立足

中国现实国情、基于劳动者立场的企业效率测算方法。

(二)
  

国有企业的效率评估

围绕国有企业效率评估,学界已有不少实证研究,这些研究主要基于利润

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等指标,普遍得出国有企业效率偏低的结论。代表性的研究

包括:刘小玄(2000)使用1995年全国工业企业普查数据测算了不同所有制类

型企业的投入产出效率,并发现私营个体企业的效率最高,三资企业其次,股份

制企业和集体企业再次,国有企业效率最低。
 

白重恩等(2006)使用1998—2003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研究我国国有企业改制的效果,结果发现国有企业改制后

企业的利润率和劳动生产率均显著上升。
 

范建双等(2015)使用2001—2011年

中国工业企业数据,计算了各省份工业企业的综合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结果

显示外资和民营企业的综合效率均值始终高于国有企业。
 

柏培文和罗永春

(2022)基于1998—2018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使用企业的总资产

回报率(ROA)和成本费用利润率(ROC)作为企业效率的度量,发现在样本期

内非国有企业的效率明显高于国有企业。

然而,也有学者指出国有企业效率并不低,甚至更高。代表性的研究包括:

张衔等(2023)认为,在衡量企业效率时应当考虑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收入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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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的差异,进一步采用反事实分析方法,发现倘若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采用

相同的分配方式开展经营,则民营企业平均营业利润、人均营业利润、总资产营

业利润率等效率指标均低于国有企业。卢俊和彭雪(2015)使用2005—2013年

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从多维度视角评价国有企业效率,发现国有企业在经济辐

射效率、创新效率和社会效率方面显著优于其他所有制类型的企业。
 

也有研究

表明,国有企业的员工工资和福利待遇水平显著高于非国有企业,这种人工成

本差异导致国有企业的利润率较低(黄山,
 

2014)。

综上所述,现有文献大多基于利润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等指标对国有企业效

率进行实证测算,得出国有企业效率偏低的结论。然而,这些测算方式依据的

并非客观中立的技术指标,而是资本立场的效率观,忽视了国有企业在保障员

工利益和履行社会责任方面的重要作用,导致了对国有企业效率的错误判断。

有鉴于此,亟待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出发,对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的

效率进行重新测算与比较。

三、
 

理论框架:
 

基于劳动者立场的企业效率

(一)
 

马克思对“三位一体公式”的批判

  “三位一体公式”指的是“资本—利润、土地—地租、劳动—工资”,其中,利
润进一步分割为企业主收入和利息(王峰明,2025)。这一公式最初由亚当·斯

密提出,后由让·萨伊完善,并在现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得到延续。该公式

把价值生产过程简化为资本、土地和劳动三个独立要素的贡献,认为“利润就是

由生产资料,即资本的物质要素产生的,地租就是由土地所有者所代表的土地

或由自然产生的”(马克思,
 

2004c,pp.935-936)。

马克思深刻指出,资本、土地和劳动是收入的源泉,而非价值创造的源泉,

它们只是参与了对剩余价值的分割,“资本家以利润的形式吸取他从劳动中榨

取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土地的垄断使土地所有者以地租的形式吸取剩余价值的

另一部分,劳动使工人以工资的形式取得最后一个可供支配的价值部分”(马克

思,
 

2004c,p.936)。
 

“三位一体公式”混淆了现象和本质,把资本、土地和劳动视

为价值生产的三个独立源泉,进而将利润、地租和工资视为三个源泉对产品价

值的贡献,掩盖了剩余价值的真实来源。在这种理论框架下,利润被错误地归

因于资本的自然属性,而非对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这种观点混淆

了雇佣劳动与劳动一般的关系,将工资所代表的价值部分等同于劳动所创造的

价值,进而将利润归结为生产资料或资本的物质要素的产物。经过“三位一体

公式”的颠倒和混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被神秘化了,使得“利润,这个体现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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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生产方式的独特特征的剩余价值形式,就幸运地被排除了”(马克思,
 

2004c,pp.921-922)。

由此可见,利润率反映的是资本的投资回报率,把利润率作为企业效率的

测度指标,本质上是基于资本立场的效率观。尽管不可否认,单个资本家为了

追求更高的利润,会通过应用机器、发展科学技术、改进生产工艺、深化分工协

作等方式,缩短生产商品的个别劳动时间,从而获取超额剩余价值。上述努力

客观上也提升了全社会的劳动生产力,展现出资本的文明面,即“资产阶级在它

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

力还要多,还要大。”(马克思和恩格斯,
 

2014,p.32)
 

但马克思特别提醒我们:“必

须把社会生产过程的发展所造成的较大的生产率同这个过程的资本主义剥削所

造成的较大的生产率区别开来。”(马克思,
 

2004a,p.486)
 

如果仅从提高利润率的

角度出发,资本家也可以通过延长劳动时间、提高劳动强度、克扣工人工资、大量

使用童工等方式,以提高所谓的“效率”,而这些方式并未真正提高劳动生产力。

(二)
 

“三位一体公式”的当代表现及后果

当前学术界评价企业效率的常见指标,如销售利润率(SPM)、总资产收益

率(ROA)、投资回报率(ROI)、全要素生产率(TFP)等,尽管这些指标计算方法

各异,但本质上都是“三位一体公式”错误观念的当代表现。在计算企业净利润

率时,职工薪酬和政府税费被视为经营成本,构成净利润的直接扣除项,如公式

(1)所示;在计算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时,职工薪酬福利被界定为劳动要素投入,

并与资本等要素投入并列,成为扣除项,如公式(2)所示。这种计算方式意味

着,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企业仅需降低职工工资和福利待遇,即可在数值

上提升利润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因此,这些财务指标尽管看似科学中立,但实

际上把职工薪酬福利和政府税费简单视为成本,而非企业创造价值的组成部

分,这无疑是资本立场效率观的直接投射。

这种基于资本立场的效率观不仅停留在计算公式的技术层面,更深刻地内

嵌于现代公司治理理论和现行会计准则之中。根据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契约理

论,企业被视为“契约的联结体”:劳动者、债权人及供应商通过与企业签订契约

获取预先约定的固定报酬,即行使“固定索取权”;而资本所有者则承担了企业

最终的经营风险,并享有扣除各项成本(如工资、利息、租金及税收)后的全部剩

余,即拥有“剩余索取权”(Alchian
 

and
 

Demsetz,
 

1972;Jensen
 

and
 

Meckling,
 

1976)
 

。在公认会计原则(GAAP)的框架下,唯有归属于股东的净利润被界定

为最终经营成果,而职工工资、税金等则被严格定义为期间费用。这一制度安

排在逻辑上固化了“资本雇佣劳动”的格局,诱导企业在绩效考核、薪酬设计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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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决策中,将压低人工成本视为提升效率的重要路径。因此,现行企业评价

体系并非价值中立的工具,而是“三位一体公式”错误观念的制度化延续。当利

润率、全要素生产率等指标成为评价企业效率的主流标准,并被学术界、实务界

和政策界广泛采纳时,将引发以下三个方面的严重后果:

第一,劳动者的谈判能力和权益受损。利润、地租和工资作为对已有剩余

价值的分割,分割比例取决于资本家、土地所有者和雇佣工人三者之间的力量

对比。正如大卫·哈维所指出的,“资本对付劳动者的努力越成功,其利润越

大。劳动者对付资本的努力越成功,他们的生活水平越高,在劳动者市场的选

择越多”(大卫·哈维,
 

[2014]2016,p.53)。
 

当利润率等指标被广泛用于评估企

业效率,甚至当提升利润率被作为企业改革的重要方向时,企业便会以提升效

率为由“冠冕堂皇”地压低劳动者的工资和福利待遇,这必然导致劳动者权益受

损。中国自1996—2006年劳动收入比重持续下降,就是在企业改革过程中劳

动者谈判能力下降的体现(李稻葵等,
 

2009)。

第二,导致社会有效需求不足。马克思指出,“工人作为商品的买者,对于

市场来说是重要的。但是作为他们的商品———劳动力———的卖者,资本主义社

会的趋势是把它的价格限制在最低限度”(马克思,
 

2004b,p.350)。
 

当企业普遍

以牺牲劳动者利益为代价追求所谓“效率”提升时,便会导致资本流通过程中价

值生产与价值实现的矛盾不断积累。一方面,大量的劳动者收入水平不高,消

费能力不足;另一方面,企业生产的大量产品卖不出去,资本循环受阻,最终表

现为社会整体有效需求不足。

第三,错误引导国有企业改革方向。国有企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

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政府代表公共利益参与经济、干预经济、实现再分配的有

效工具(冯俊新和郎昆,
 

2023)。
 

因此,国有企业在决策时,不仅要考虑投资回报

率,还要兼顾落实国家重大战略、吸纳居民就业、增加财政收入、促进共同富裕

等目标。倘若单纯依赖利润率、全要素生产率等指标来评估国有企业效率,不

仅容易误判其实际生产经营情况,还可能误导其改革方向。

(三)
 

基于劳动者立场的企业效率测算方法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商品的价值量由社

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从这一视角出发,企业的效率本质上应当反映其创造价

值的能力(劳动生产力),而非资本攫取剩余价值的能力。正如马克思所指出:

“劳动生产力的提高,我们在这里一般是指劳动过程中的这样一种变化,这种变

化能缩短生产某种商品的社会必需的劳动时间,从而使较小量的劳动获得生产

较大量使用价值的能力。”(马克思,
 

2004a,p.366)
 

因此,衡量企业效率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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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应当是考察企业能否用最小量的劳动耗费生产出最大量的使用价值。

依据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商品价值由三部分构成:不变资本(c)、可变

资本(v)和剩余价值(m)。其中,不变资本是以生产资料形态存在、在劳动中转

移到产品中的旧价值,而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则是劳动者所创造的新价值。然

而在雇佣劳动制度下,资本家把可变资本(v)部分以工资的形式支付给工人,而
将剩余价值(m)部分以利润的形式无偿占有。在资本家看来,给定相同的投

资,获得的利润越多,效率越高。传统的利润率指标正是这一逻辑的产物,用公

式表示为
m

c+v
。

利润率指标本质上衡量的是资本攫取剩余价值的能力,而非企业创造价值

的能力。为了准确衡量企业效率,必须基于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把被“三
位一体公式”所混淆的价值创造和价值分割过程区别开来。事实上,从劳动者

的立场来看,利润、工资和地租都是对劳动创造的新价值的分割,因此,在衡量

企业效率(即创造价值的能力)时应该将三者通盘考虑。据此,本文构建了基于

劳动者立场的企业综合效率测算公式

综合效率=
净利润+职工薪资福利+政府税费

营业收入

=
净利润

营业收入 +
职工薪资福利

营业收入 +
政府税费
营业收入

=利润率+职工收益率+政府收益率 (3)

  本文构建的企业综合效率指标由资本收益率(利润率)、职工收益率、政府

收益率三部分构成。该指标立足于劳动者立场,突破了传统利润率计算过程中

将职工薪酬福利与政府税费视为成本项的局限,旨在全面反映企业的创收能

力、劳动者权益保障水平以及社会贡献度,进而揭示被“三位一体公式”所遮蔽

的真实效率图景。

具体而言,“职工薪酬福利”涵盖应付工资、应付福利费、劳动保险费、失业

保险费、养老保险费、医疗保险费、住房公积金、住房补贴以及其他职工收益。

本文将其纳入效率评价,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即企业的效率提升

不应建立在挤压劳动者工资和福利待遇的基础上。“政府税费”则包括应交增

值税、应交所得税、其他相关税费、政府补贴(扣除)以及其他政府收益。本文将

其纳入效率评价,并非主张无限制的高税负,而是基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

在逻辑:企业上缴的税费经由国家财政的再分配功能,最终转化为公共服务与

民生福祉。因此,该指标旨在纠正企业通过避税等手段“虚增”效率的短期行

为,引导企业在提升经济效率的同时主动承担社会责任。

需要特别强调以下三点:第一,本文并非全盘否定传统利润率指标,该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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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指导企业经营决策与资源配置中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本文旨在提供一

种补充性的、基于劳动者立场的评价视角,以此形成对传统指标的纠偏。第二,

虽然本文构建的指标在关注维度上与利益相关者理论和企业社会责任存在一

定交集,但在理论逻辑与政策导向上存在根本分野。利益相关者理论通常在默

认资本主导权的前提下,寻求股东与员工、政府等各方的利益平衡;企业社会责

任则常被视为企业经营活动之外的“道德补充”或缓解外部性的工具性手段。

相比之下,基于劳动者立场的效率观并非一种改良主义的利益调和,而是立足

于生产关系层面,强调劳动者是价值创造的主体。我们将劳动者权益与税收贡

献内生于企业效率评价公式之中,意在表明:保障劳动者权益与履行社会责任

并非企业在赚取利润后的“施舍”或“成本”,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企业效率

构成的应有之义。第三,企业效率评估涉及众多维度,本文提出的仅是一种基

于企业财务指标的测算方法,而非完整的评价体系。要实现对企业效率的全面

评估,仍需结合社会效率、创新效率、增长效率等其他维度进行综合考量。

四、
 

实证测算:
 

国有企业效率再评估

(一)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实证分析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该数据库涵盖了

1998—2013年全部国有工业企业以及规模以上(年主营业务收入超过500万

元)的非国有工业企业。凭借其样本量大、覆盖面广的特点,该数据库已成为学

术界进行国有企业效率评估的常用数据来源(刘小玄,2000;白重恩等,2006;范
建双等,2015;卢俊和彭雪,2015;郎昆和刘庆,2021)。

 

本文测算中使用的主要指

标包括:企业登记注册类型、工业总产值、从业人员数量、应付工资(薪酬)总额、

应付福利费、劳动和失业保险费、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费、住房公积金和住房补

贴、应交增值税、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净利润、应交所得税、补
贴收入等。

基于数据质量与核心指标可得性的考量,本文选取1998—2007年作为观

测区间。理由如下:本文构建的基于劳动者立场的企业综合效率指标高度依赖

详细的职工薪酬福利数据,然而受限于统计口径调整,2008年及以后的工业企

业数据库在“应付福利费”“劳动和失业保险费”等关键非工资性福利指标上存

在严重的结构性缺失或科目合并(Song
 

et
 

al.,2011;聂辉华等,2012)。
 

因此,为
确保测算结果的可靠性和跨期可比性,本文在实证测算时选取数据质量较高的

1998—2007年的样本。

鉴于原始数据库中存在部分异常值,使用前需进行清理。本文参考 Hsie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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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Klenow(2009)的标准处理程序,具体步骤如下:第一,剔除关键财务变量缺

失或小于零的观测值;第二,剔除企业规模过小(从业人数少于8人或年销售额

低于500万元)的观测值;第三,剔除明显不符合会计准则的观测值(总资产小

于流动资产、总资产小于固定资产净值、工业增加值大于总产出、利润率高于

100%等);第四,根据样本分布特征,对关键指标的两端各1%数据进行剔除处

理,以排除极端值干扰。

(二)
 

实证测算结果

利用本文所构建的基于劳动者立场的企业效率测算方法,使用中国工业企

业数据库,本文对1998—2007年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的效率进行了实证测算

与比较。以下是对测算结果的具体分析。

首先,本文以2007年为例,对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的企业效率

进行横向对比。图1展示了2007年三类企业的利润率和综合效率的平均值。

从图1中可以看出,若采用传统的利润率指标,国有企业的平均利润率为-
0.5%,远低于外资企业的4.0%和民营企业的5.0%。这一结果似乎支持了

“国有企业低效率论”的观点。然而,当采用本文构建的企业综合效率指标(综
合考虑企业利润、职工薪酬福利和政府税费)时,测算结果显示国有企业的综合

效率为24.4%,显著高于外资企业的20.2%和民营企业的18.8%。

图1 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利润率与综合效率比较(平均值,2007年)

这一结果表明,在不同所有制类型的企业中,尽管国有企业的利润率最低,

但其企业综合效率却是最高的。这也说明,企业效率的评估结果在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评估指标的立场。基于资本立场的效率指标显示国有企业效率最低,而
基于劳动者立场的效率指标则显示其效率最高。为了确保结论的稳健性,本文

还使用了企业利润率和综合效率的中位数进行了检验,结果见图2,发现上述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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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依然成立。

图2 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利润率与综合效率比较(中位数,2007年)

其次,本文分析了不同效率指标测算结果差异的原因。本文构建的企业综

合效率测算方法本质上是对传统利润率指标的扩展,核心在于将职工收益率和

政府收益率纳入评估体系,从而揭示利润率中被“三位一体公式”遮蔽的部分。

通过拆解2007年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的效率组成部分(见图3),本文发现,国
有企业的职工收益率(即职工薪酬福利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为18.8%,远高于外

资企业的12.6%和民营企业的8.7%;同时,国有企业的政府收益率(即政府税

费占营业收入的比 例)为6.1%,显 著 高 于 民 营 企 业 的5.1%和 外 资 企 业

的3.6%。

图3 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效率拆分(平均值,2007年)

这一结果表明,传统利润率指标与本文构建的企业综合效率指标在国有企

业效率评估结果上存在分歧的主要原因在于:国有企业的职工薪酬福利占比显

著高于其他所有制类型企业,且其对政府税费的贡献也更为突出。然而,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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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利润率指标仅从资本回报率的角度衡量企业效率,忽视了国有企业在履行社

会责任、保障职工权益以及支持国家财政收入等方面的贡献,因此会导致对国

有企业效率的误判。本文进一步使用相关统计指标的中位数进行稳健性检验,

结果见图4,发现上述结论依然稳健。

图4 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效率拆分(中位数,2007年)

最后,本文对1998—2007年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综合效率的变化趋势进

行了分析,并进行了线性拟合。结果如图5、图6、图7所示。

图5 国有企业综合效率及其各组成部分变化(平均值,1998—2007年)

从图5可以看出,国有企业的综合效率在1998—2007年整体呈现稳步上

升的趋势,线性拟合结果显示,年均增长0.7个百分点。从综合效率指标的三

个组成部分来看,利润率在样本期内逐年上升,年均增长0.7个百分点;而职工

收益率和政府收益率则基本保持稳定。该结果表明,在国有企业“三年脱困”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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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民营企业综合效率及其各组成部分变化(平均值,1998—2007年)

图7 外资企业综合效率及其各组成部分变化(平均值,1998—2007年)

及其管理体制改革的过程中,随着政策性关闭困难企业、完善产权制度和优化

政企关系等改革措施的实施,国有企业的利润率和效率实现了稳步提升。同

时,在样本期内,国有企业利润率提升主要源于企业综合效率的改善,并未通过

压低职工薪酬和减少税收贡献来实现。

从图6可以看出,民营企业在1998—2007年的综合效率整体呈缓慢上升

趋势,年均增长仅为0.05个百分点,远低于国有企业同期增速(0.7个百分点)。

从综合效率指标的三个组成部分来看,民营企业的利润率在样本期内保持着较

快的增速,年均增长0.3个百分点,约为企业综合效率增速的6倍。然而,民营

企业的职工收益率和政府收益率在样本期内均呈下降趋势。这表明,在样本期

内,民营企业的利润率增长主要依赖于压低职工薪酬福利和享受政府税收优惠

政策,而企业的综合效率并未得到显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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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7可以看出,外资企业的综合效率在1998—2007年总体呈增长趋势,

年均增长0.7个百分点。从企业综合效率指标的三个组成部分来看,外资企业

的利润率稳步增长,年均增长0.5个百分点;职工收益率也呈稳步增长趋势,年

均增长0.2个百分点;政府收益率则保持相对稳定。该结果表明,随着中国加

入 WTO并持续融入全球产业链,外资企业在中国的市场份额扩大,盈利能力

提高,表现为利润率和综合效率的稳步增长。与此同时,外资企业职工的薪酬

待遇和福利水平也在同步提升。

综上所述,尽管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在1998—2007年的利润率均呈增长

趋势,但其背后的发展模式与增长驱动力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而言,国有企业

的利润率提升主要源于企业综合效率的改善,而非通过压低职工工资福利和减

少税收贡献来实现;民营企业的利润率增长则依赖于压低职工薪酬福利和享受

政府税收优惠政策,其综合效率并未显著提高;外资企业则通过提高综合效率

实现利润率和职工收益率的增长。

五、
 

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分析框架,对国有企业效率评价问题进行

了系统研究。研究发现,以利润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为核心的传统效率指标体

系,本质上是基于资本立场的效率观,衡量的是资本攫取剩余价值的能力,而非

企业创造价值的能力。为此,本文基于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构建了基于

劳动者立场的企业综合效率测算方法。该方法突破了传统利润率计算过程中

将职工薪酬福利与政府税费视为成本项的局限,旨在全面反映企业的创收能

力、劳动者权益保障水平以及社会贡献度,进而揭示被“三位一体公式”所遮蔽

的真实效率图景。

进一步地,本文利用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对不同所有制

企业的效率展开实证测算与比较分析,得到以下主要结论:第一,国有企业的综

合效率显著高于非国有企业。以2007年数据为例,尽管国有企业利润率偏低,

但其在职工薪酬、福利待遇和税收贡献方面投入更多,显示出其在履行社会责

任和保障员工利益方面的重要作用。第二,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利润率增长具有

截然不同的驱动力。在样本期内,国有企业的利润率提升主要源于企业综合效

率的改善,而民营企业的利润率增长则更多依赖于压低职工薪酬福利和享受税

收优惠政策。第三,效率评价的立场差异会导致对国有企业表现的不同判断。

根据本文测算,若使用利润率等基于资本立场的效率指标,国有企业表现为“低

效率”;若使用基于劳动者立场的效率指标,国有企业的综合效率反而最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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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并非全盘否定传统利润率指标在企业经营决策中的参考价值,而是旨在提供

一种补充性的、基于劳动者立场的评价视角,以此形成对传统指标的纠偏。需

要特别说明的是,受限于数据覆盖范围,本文的研究结论主要基于工业部门的

样本得出,尚未涵盖金融业、交通运输业等国有企业重点分布的领域。鉴于不

同行业的资本有机构成、劳动过程等存在显著差异,在将本文结论推广至其他

行业领域时需保持审慎。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以下三点政策建议:

第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坚持正确的效率观与制度导向。不同的效

率观折射出截然不同的制度取向:以利润率为核心的评价体系本质上服务于资

本积累与扩张的逻辑;而基于劳动者立场的评价体系则服务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效率评价应当遵循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

统一的原则。这要求我们在评估企业效率时,不仅要算“利润账”,更要算“民生

账”和“社会账”,防止因片面强调利润率等经济指标而偏离社会主义的制度方向。

第二,优化国有企业效率评估体系,坚持国有企业改革的正确方向。传统

的利润率、全要素生产率等指标,根植于鲜明的资本立场效率观,难以全面反映

国有企业的真实效率与社会贡献。在政策制定中,应避免简单套用西方经济学

的财务评价标准,立足中国国情,构建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

国有企业效率综合评价体系。建议在保留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率等传统指标的

基础上,正式引入包含“职工收益”与“政府收益”在内的综合效率指标,以此纠

正“唯利润论”的评价偏差,从而引导国有企业在做强做优做大的同时,在提高

职工薪酬福利、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支持国家财政收入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真

正成为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

第三,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重视劳动者权益保障。企业是初次分配的

主阵地,也是实现“共同富裕”战略的关键节点。在当前宏观经济面临有效需求

不足的背景下,提高劳动者收入不仅是公平问题,更是畅通经济循环的效率问

题。为此,必须切实落实“投资于人”战略:一方面,建立与劳动生产率挂钩的工

资增长机制。建议在国有企业中率先试点将“劳动收入份额”纳入年度绩效评

价体系,设定动态增长目标,确保劳动者能够公平分享企业发展与效率提升的

红利,发挥国有企业在初次分配中的示范引领作用。另一方面,强化劳动权益

保障的刚性约束。针对部分企业通过压低社保缴纳等方式来“虚增”财务效率

的行为,应加大劳动监察与执法力度。建议将“社保全员覆盖率”等指标作为企

业享受税收优惠与财政补贴的前置条件,倒逼企业从“压榨型降本”转向“创新

型增效”。通过制度改革切实提高劳动者收入保障水平,有效提振居民消费信

心,从而实现“高工资—高消费—高增长”的良性经济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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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instream
 

economics
 

typically
 

uses
 

indicators
 

like
 

profit
 

margins
 

and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
 

to
 

conclude
 

that
 

state-owned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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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Es)
 

are
 

inefficient.
 

However,
 

these
 

capital-centric
 

metrics
 

primarily
 

measure
 

the
 

extraction
 

of
 

surplus
 

value
 

rather
 

than
 

genuine
 

value
 

creation.
 

Drawing
 

on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this
 

paper
 

develops
 

a
 

“labor-oriented”
 

index
 

to
 

evaluate
 

comprehensive
 

enterprise
 

efficiency.
 

Utilizing
 

firm-level
 

data
 

from
 

China
 

Industrial
 

Enterprises
 

Database
 

(1998—2007),
 

we
 

compare
 

efficiency
 

across
 

different
 

ownership
 

types.
 

Our
 

findings
 

reveal
 

two
 

key
 

points.
 

First,
 

while
 

SOEs
 

report
 

lower
 

profit
 

margins
 

than
 

private
 

firms,
 

their
 

comprehensive
 

efficiency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SOEs
 

allocate
 

a
 

larger
 

share
 

of
 

revenue
 

to
 

employee
 

compensation
 

and
 

taxes,
 

reflecting
 

their
 

active
 

role
 

in
 

safeguarding
 

labor
 

rights
 

and
 

fulfilling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Second,
 

although
 

profit
 

margins
 

rose
 

across
 

all
 

enterprise
 

types
 

during
 

the
 

sample
 

period,
 

the
 

drivers
 

differed
 

fundamentally.
 

In
 

the
 

industrial
 

sector,
 

SOE
 

profit
 

growth
 

stemmed
 

from
 

substantive
 

improvements
 

in
 

value
 

creation,
 

whereas
 

private
 

enterprise
 

profit
 

growth
 

relied
 

heavily
 

on
 

squeezing
 

labor
 

income
 

and
 

leveraging
 

preferential
 

tax
 

policies.
 

This
 

study
 

offers
 

a
 

novel
 

labor-oriented
 

framework
 

for
 

evaluating
 

enterprise
 

efficiency,
 

providing
 

critical
 

insights
 

for
 

SOE
 

reform
 

and
 

implementing
 

the
 

“Investing
 

in
 

People”
 

strategy.
Keywords:

  

state-ow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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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Es);
 

enterprise
 

efficiency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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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ula;
 

investing
 

in
 

people


